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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不同危害模式下的立法治理研究
赵文萍
（厦门大学 南海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我国固体废弃物污染事件频现，相应的治理机制急需完善。“深圳光明滑坡”事件的出现
不仅体现了固体废弃物危害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了学界对固体废弃物致损的高度重视。文章
以固体废弃物危害模式为切入点，结合其他各国立法与实践经验，从“固体废弃物”之概念内涵、相
关立法之目的、责任主体的范围、危害产生后的治理标准等若干层面展开论述，分析、探讨我国固体
废弃物治理的相关立法规范，并针对现存问题从法律角度给出相应的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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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固体
废弃物”一词频频见诸报端。国内学界通常将其定
义为“人类在生产、消费、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
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我国相关立法主要侧重于
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即化学性危害，而对其物理性
破坏等方面却鲜有提及。鉴于固体废弃物的危害并
非是单一的化学性危害，本文以其危害模式的多样
化为切入点，对相关立法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固体废弃物多元危害模式
由于固体废弃物环境危害模式多样，所以它与
“固体废弃物污染”并非是简单的递进关系。不同类
别的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模式不同，同类固体
废弃物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危害模式亦不尽相同，不
同危害模式所造成的污染严重程度及修复成本等方
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固体废弃物对社会环境的危害
按照其破坏机理可以分为化学性危害、物理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及混合性危害。本文主要研究固体废弃
物化学性危害条件，以及物理性危害条件下的立法
讨论，其他方面的危害在此不做赘述。
固体废弃物造成的化学性危害的情形多以“毒
地”的形式为主，这种情况和固体废弃物传统的处置
方式有关。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固体废弃物
的处置都以填埋的方式进行，而被填埋的固体废弃
物在与微生物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生物降解并产生
一系列的污染液体及气体。此时的污染液体在土体
中产生渗流并向地下水及周边的河流运移，进而产
生水体污染。与此同时，污染气体在土体中产生并
逐渐扩散向地表，最终暴露在空气中产生大气污染。
固体废弃物损害方式的多样性加之污染演变的复杂
性，直接影响相关环境立法及司法实践。故而，此时
的“固体废弃物”这一概念难以用常见的“固体废弃
物污染”来进行定义，而必须考虑到其污染的多重模
式。“常州毒地”事件［１］就是一个涉及固体废弃物处
置不当造成“固—液—气”三重污染的典型案例。江
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农药厂在生产农药原药及
相关化工产品的过程中，除产生部分液体废弃物外
还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不仅污染了厂区所在
地的土壤，而且对厂区所在的地下水、周边空气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导致常州外国语学院４９３名学生先
后被检查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情况。
一般而言，涉及固体废弃物造成物理危害的案
例比化学危害案例少，这是由固体废弃物多以“填埋
为主，堆积为辅”的治理方式造成的。“深圳光明滑
坡”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固体废弃物物理危害
案例［２］。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红坳村南侧的渣
土受纳场因堆放超过其容纳标准的固体废弃物，导
致了总堆填量约５８３万立方米的堆积体发生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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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周围约３８万平方米的城市区域造成了极大的
损害，直接导致了３３栋建筑物的掩埋与破坏，造成
７０多人死亡，多人受伤［３］。
　　二、立法中固体废弃物防治存在的问题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污
染问题就已初现端倪。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８年，北京、广东、江苏、重庆等地的污染企业达
数千家，其中大部分企业的主要污染形式属于固体
废弃物的排放和堆弃［４］。这些企业不仅在运营期间
给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搬迁后遗留下的土地
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短期内难以恢复。２０１０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
的现状分析》指出，中国近几年工业厂区遗留地
９０％被污染，２０％被严重污染。然而，在讨论固体废
弃物的治理等相关法律问题时，国内外大都只关注
化学性损害模式。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警示我们，在
讨论固体废弃物立法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不同的危
害类型，但这在当前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
具体可待完善之处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的定义、
立法目的、责任主体范围、治理标准等若干方面。
（一）“固体废弃物”之标准化定义
有关固体废弃物的深度研究首先需从其概念内
涵展开。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第８８条第１
款对固体废弃物定义如下：“固体废弃物指在生产、
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
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
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美国关
于固体废弃物管理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ＲＣＲＡ）
是在美国原《固体废弃物处置法》（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Ａｃｔ，ＳＷＤＡ）基础上进行全面修订的法
规［５］。该法将固体废弃物定义为：“工业、商业、矿
业、和农业运营，以及社区活动中来自于废物处理
厂、供水处理厂或空气污染控制设备和其他废弃材
料的任何厨余、垃圾、污泥，包括固体、液体、半固体
或含有气态物质的物质。”《固废法》中对“固体”的定
义相对于美国的ＳＷＤＡ则更为明确但也更为局限，
局限于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品。然
而结合相关案例，从固体废弃物在自然条件下的化
学损害模式来说：第一，深埋在土体中的固体废弃物
会和降雨条件下的水发生作用，产生渗滤液，该液体
带有原固体废弃物的毒性；第二，在微生物条件下发
生的降解，以及在水、氧气的作用下发生的氧化、水
化反应会导致深埋在土体中的固体废弃物产生有害
气体，通过土体中的孔隙扩散、渗透到地表并对周围
环境、人群造成影响。但是，以上两种形式不能被我
国立法定义所涵盖，从其不同的危害模式来看，美国
的ＳＷＤＡ更能囊括固体废弃物的类别及特点。
（二）“固体废弃物”之立法目的
国内外立法关于“固体废弃物”的法律条文大多
集中于固体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部分。《固废法》第１
条规定：“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
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
本法。”美国的《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即超
级基金法，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ＥＲＣＬＩＳ）则规定：“本法规定向环境释放危险物质
的责任、赔偿、清理和应急反应，以及对惰性危险物
质处置场地的清理活动”［６－８］。两部法规的共通之处
在于二者都重点关注固体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问题。
诸多案例揭示，随着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的多样化
加之固体废弃物本身的复杂属性，固体废弃物可能
带来的损害不仅只存在于环境层面，还有可能直接
或间接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灾难性的
损害。以“深圳光明滑坡”事件为例，其不仅是自然
灾害意义下的滑坡，更是一种固体废弃物处置不当
而引发的新型城市灾害，对周边市民生命及财产权
益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我国相关立法对
于固体废弃物治理的立法目的应该结合实践需要，
进行适当调整，使其既能符合法益的要求，又具有指
导意义，足以涵盖其项下所有条款。
（三）“固体废弃物”之责任主体范围
环境污染案件中的行为主体是环境污染责任的
主要但非唯一承担者［９］，所以明确界定固体废弃物
致损的责任主体范围不仅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意义
重大，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范及治理也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１０］。
《固废法》明确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需要终止的，应当事先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
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处置的工业
固体废物做出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境。”并且对于
该法施行前的破产企业规定了“未处置的工业固体
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的费
用，由有关人民政府承担；但是，该单位享有的土地
使用权依法转让的，应当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承担
处置费用”，“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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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述内容不难发现，立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污染的
责任主体主要为污染者，当污染者不复存在或者难
以担责之时由政府承担环境污染责任。这种处理方
式并非完美：第一，关于政府担责的规定多为原则性
的规定，并无具体的操作规范，实践可行性并不高。
第二，“污染者担责原则”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环
境污染的实际情况。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
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但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复
杂化，污染者负担原则无法全面地解决固体废弃物
污染治理中出现的新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在因果
关系证明无力、污染行为人无修复能力等状况下，
“污染者担责原则”便会执行乏力。第三，责任主体
的认定不因固体废弃物为物理性危害或化学性危害
而有所区别。
美国的ＣＥＲＣＬＡ第１０７（ａ）条款被称为潜在责
任法（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ＰＲＰｓ），规定
了四类人应当承担相应环境污染责任［１１］：（１）当前
场地的所有者或经营者；（２）以前的所有者或经营
者；（３）安排危险物质的处理和使用的一方；（４）运输
这些物质到污染场所的人。此外，ＣＥＲＣＬＡ还给所
有的责任方规定了相应的清理成本责任［１２］：（１）美
国政府或州遭受的所有清除或补救措施的成本；（２）
任何私人遭受的必要反应的成本；（３）自然资源的伤
害或破坏损失，包括自然资源损失评估成本；（４）健
康评估成本和评估污染物影响的研究成本。正是通
过如此详细的责任定义，美国的ＣＥＲＣＬＡ每年可
以获得大量的罚款并将其用于后续的环境治理。但
是同时需要注意，在固体废弃物多元危害模式下，美
国的ＣＥＲＣＬＡ条款适用于化学危害模式下的固体
废弃物污染责任，并不完全适用于物理危害模式下
的固废污染情况［１３］。这主要是因为在化学危害模
式下，对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长时间的渐进的过程：不
同厂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排放行为，且排放之后
短时间内并未出现明显损害，而是随着污染物含量
增加，以及各种生化反应的作用使得其危害后果逐
渐出现。故而在化学危害模式下，追究污染场地当
前责任人及原有责任人污染之责极为可行。而在固
体废弃物的物理危害模式下，灾害往往在短短几年时
间内发生，尤其当损害是由当前场地所有者管理运营
不善所致时，追究前期场地所有人责任则不尽合理。
（四）“固体废弃物”之治理标准
关于“固体废弃物”产生危害之后的治理标准，
国内外相关法律的设置有待商榷。《固废法》第８５
条指出：“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应当排除危害，
依法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其中，
“恢复原状”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均有规定；而关于
“恢复环境原状”的概念只在《固废法》中被明确指
出，其他相关法律则较少直接指明适用该项规定。
美国的ＣＥＲＣＬＩＳ对该治理标准有如下要求：“须使
得释放于环境中的危险物质、污染物和致污染物的
清理及未来释放的控制均达到最低程度，以保障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８］美国的ＲＣＲＡ指出：“从任
何固体废物管理装置中泄露出来的所有危险废物或
其成分采取纠正措施。”［１４］相较于美国规定的固体
废弃物治理的标准，我国治理标准的可行性有待提
高。首先，从固体废弃物化学危害的层面来看，污染
物的相变会导致周边环境的水体、空气发生污染，而
这些污染不会随着将污染物开挖运走而消退。受污
染的水体有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自
我修复，而人类现有的技术只能降低灾害发生的风
险，短期内还无法做到“恢复环境原状”。其次，从固
体废弃物物理危害的层面来看，同样以“深圳光明滑
坡”事件为例，被破坏的厂房及周边建筑的“恢复原
状”很难精准定义，且损害发生后，对该地区是否可
以重新修建厂房或应该用来作为公共用地等问题需
要进行专业评估。如果单纯用“恢复原状”来责成其
危害之后的补偿，将显得过于笼统。而美国虽然提出
了要将污染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但尚无统一的
评判指标，这也是我国借鉴该标准的一个重要阻碍。
　　三、多元危害模式下“固体废弃物”治理
之完善建议
　　（一）明确“固体废弃物”的概念范围
与我国立法中对“固体废弃物”的定义不同，在
美国的ＳＷＤＡ看来，“固体废弃物”不仅仅局限于单
纯的“固体”，还包括了液体、半固体及含有气体的物
质，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化学变化产生气体的物
质［１５］。而现实中发生的固体废弃物致损事件也显
示出我国现有规定的局限性，建议立足我国国情，适
当考虑废弃物污染形式的不稳定性与连续性，扩大
其概念范围。环境保护部批准的《固体废物鉴别标
准通则》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已能看出我国
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二）明确立法目的
上文已述，《固废法》关于“固体废弃物”处置法
规的立法目的之规定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为内涵不
完整，有必要将维护城市安全，防治城市灾害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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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法规当中；其二，固然本法以环境保护为出发
点，但考虑到人民生命健康在污染中亦受到威胁，因
而无论是在法理角度分析还是用“以人为本”的发展
理念分析，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置于立法目的之首
都是极其必要的。
（三）扩大并细化责任主体范围
１．区分不同危害模式下的责任主体。我国法律
规定，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及使用者对其
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虽然该规
定已经对责任主体进行了初步区分，但由于法律固
有的滞后性，仍有诸多实际情况难以被涵盖。以“深
圳光明滑坡”事件为例，案件只追究了场地的承包者
及实际使用者的责任，并未追究前场地所有者、使用
者的责任，这与固体废弃物致损为物理性或化学性
直接相关。建议在实施细则中对不同危害模式下的
不同责任主体进行区分。例如，在“常州毒地”事件
中，所造成的危害是之前该场地堆积填埋有毒化学
物质造成的，是毒素长期累积的结果，之前每一个场
地使用者都有可能排放了对场地造成危害的废弃
物。此类的危害可以适用连带责任制，所有现在及
之前使用过该场地的公司都应该成为责任主体。但
该追责原则在“深圳滑坡案”中显然不适用，固体废
弃物造成的物理性危害是瞬时的，而累积的过程相
对于化学性危害是短时间的（固体废弃物用了一年
时间堆积），所以“深圳滑坡案”的责任主体是承包、
使用该场地的责任人。
２．加强政府环境责任承担。固体废弃物致损新
问题层出不穷，仅靠个人或其他组织无法很好地规
制相关污染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参与其中。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固废法》中有数条规定涉及政府的权力与
责任，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但并未
对其环境修复责任进行详尽规定。现实诸多固体废
弃物致损案件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明、责任主体无担
责能力等问题，即便满足有主体、有能力的条件，由
于不同危害方式下其危害显现时间、所需治理时间
不同，故而仅靠污染行为主体无法很好地完成环境
修复。我国学者对国家承担环境义务的理论基础存
在不同主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
来源。地方政府既是公共服务提供者，也是固体废弃
物污染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议增加责任人不明确
或者丧失责任能力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承担的规定。
３．确立“受益者担责”原则。污染者担责原则有
其现实局限性。在因果关系证明无力、污染行为人
无修复能力等状况下，根据环境责任扩张理论，可适
用“谁受益谁担责”原则，将修复费用的承担主体从
“污染者”扩大到“受益者”，兼采“污染者担责”与“受
益者担责”两项原则。所谓“受益者”是指从环境或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实际利益
之主体，在对于我国城市污染场地受益者修复责任
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可借鉴美国的做法，适当扩大责
任主体，建构完善的受益者修复责任制度，结合我国
国情可以借鉴其中有溯及力、连带责任原则，确保修
复工作的顺利完成。
（四）细化污染治理标准
污染治理标准可行与否直接关系治理效果的好
坏，建议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设立更为科学合
理的治理标准。国家已制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的，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省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国家未制定固体废物污
染控制标准的，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地方固体废物
污染控制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五）明确责任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等八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具体民事案件中
受害人可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请求救济［１６］。在固
体废弃物污染治理领域 “恢复原状”的可行性有待
商榷，建议在《固废法》或其实施细则中进行相应修
改，确保法律规范的可行性。
（六）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产生在环境污染对人
身、财产及生态环境危害巨大的背景之下，以企业发
生的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
法应负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是对近因原则下保险
制度的一种突破［１７］。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设
立能够产生经济补偿、社会管理等多重功效，具有预
防、保险等功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扩大了环
境污染治理参与主体，一旦风险发生能够最快得到
解决。为了更好地适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
议如下。首先，恰当地界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
改善保险范围过于狭窄的现状。例如，《安邦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
款》第７条第２款将“水体、大气、土壤等自然资源的
损失以及其他生态损害”作为保险人除外责任。而
就固体废弃物致损而言，其造成损失部分除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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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财产损害之外，生态损害的救济与修复也是其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耗时最长、耗费人
力物力财力最多的部分。将该部分完全作为保险人
的除外责任并不恰当。其次，延长索赔时效。若保
险索赔时效太短，则受害人的权益保护就无从落实。
根据危害模式的不同，固体废弃物导致的损害可分
为短期损害和长期损害。短期损害出现较早、较快，
损害数额也较易确定，但固体废弃物污染极易造成
损害隐患，有较长的潜伏期，若索赔时效规定过短则
对可能存在的长期损害而言则形同虚设。笔者认为，
应适当延长索赔时效，５０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应该是
我们的选择。
除上述六点外，制定科学完善的环境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固体垃圾分类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固体
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政策法规体系等也应列入思考范
围。另外，由于固体废弃物的“固体状态”只是其当
下的存在形式，并非一成不变，故而笔者建议与固体
废弃物污染防治相关的外围立法，如大气、水资源等
污染防治立法相互配合，以达到最终效果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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